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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如何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构建橄榄型社会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 日

本在战后通过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打造稳定的橄榄型社会并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发展模式。 以

日本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为视角，从产业结构、劳动体系、育人机制和社会模式四个维度分析日本打

造橄榄型社会的举措与经验，认为其对增加日本国民收入、稳定就业人数及提升社会观念认同度有

重要作用。 鉴于日本经验，我国应从确立经济、社会、国民三位一体的发展思维、构建“四活跃”全

民社会模式、推进大数据背景下的社会治理创新三方面着手，实现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
关键词：日本；中等收入群体；橄榄型社会

中图分类号：Ｆ１１０；Ｃ９１２． 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２０９５ － ００９８（２０２１）０５ － ００６４ － ０９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国民收入水平

不断提高，２０１８ 年我国人均 ＧＤＰ 达 ９７７１ 美元［１］，已经迈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但近年来，国内经济增速

放缓，国际市场相对疲软，导致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经济平稳可持续发展是
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重大课题。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不仅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因素，更是维护社会稳定、
抵抗各种经济风险以及促进社会持续发展的动力。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未来我国要逐步形成“橄榄
型”收入分配格局，通过优化社会结构改善收入分配结构，并将此作为发展目标写入党的文件［２ － ４］。 扩大中

等收入群体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中等收入群体是最重要的社会阶层和中坚力量，发挥着重要的社会功
能，是一个社会保持稳定和走向繁荣的重要基础。 二战后，日本经济迅速复苏并实现了高速增长，不仅打造
了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并且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建设了至今仍让日本人引以为傲的“一亿总中流”
社会，在东亚地区乃至整个亚洲率先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并一跃成为七国集团（Ｇ７）当中亚洲唯一的代表。 可
以说，日本是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典范，围绕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形成了一套较为系统和完善的发展模
式与理念，探讨其成功经验及教训对我国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推进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国家治理水平
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二、国内外文献综述

日本关于中等收入群体的研究最早是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关注中产阶层（也称中间阶层）的发展与壮

大。 ２０ 世纪 ６０ 至 ７０ 年代，日本社会科学领域知名学者大桥隆宪、尾高邦雄、安田三郎等以诸多社会阶级理
论为基础，开启了对中间阶层研究的序幕。 此后，日本政府实施的“国民生活调查”中对“生活程度”回答“中
等”的人数从 １９５８ 年的 ７２％上升至 １９７３ 年的 ９０％ 。 加之日本社会学会调查委员会实施的“社会分层与社
会流动全国调查”（ＳＳＭ 调查）也同样验证了中间阶层急速增大的事实，引发了围绕“新中间阶层”“阶层归



属意识”（中流意识）和“总中流社会”的研究。
在“新中间阶层”的研究上，主要围绕探讨其阶层定义及性质。 村上泰亮（２０１２）认为“新中间阶层”是

生活样式及意识都呈现均一性的庞大阶层，富永健一在村上的研究基础上指出这一庞大的中间阶层实际上
是由地位不一致的多种阶层组成的集合体［５］。 高坂健次（２０００）总结了 ２０ 世纪 ６０ 至 ９０ 年代日本学者对中
间阶层的争论，并把对中间阶层的研究总结为“阶级政治”“地位政治”及“生活政治”三个阶段［６］。

在“阶层归属意识”的研究方面，主要考察影响阶层归属意识的因素及探求其出现的原因。 神林博史
（２０１０）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了“一亿总中流”社会现象中体现的“中流意识”，认为这实际上是国民阶层归
属意识的体现，同时又与年龄、学历、职业、收入等社会经济变量及生活满足感有关［７］。 吉川徹（１９９９）分别
以 １９７５ 年至 １９９５ 年的 ＳＳＭ 调查数据和国民生活调查数据为对象，进一步探讨阶层归属意识与教育、职业、
收入等社会经济地位之间的关系［８］。 而藤森俊辅（１９８３）则提出“中流意识”会受收入、职业和生活满足意识
等因素影响而产生意识分化的现象［９］。

在“总中流”社会研究方面，由于 ９０ 年代日本遭遇泡沫经济的打击，股价狂跌、经济失速、社会信用体系
崩溃，导致“一亿总中流”的观念遭受冲击，指责社会“不平等”的声音逐渐增强，２０００ 年以后甚至出现了议
论“格差社会”的热潮。 因此，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期对中间阶层的研究逐渐把目光转向“社会公平平等”和
“中流社会崩坏”等方面。 橘木俊诏（２０１９）在《格差社会》一书中认为不平等的趋势仍在进一步加剧，甚至
变得更为严重［１０］。 三浦展（２００７）更是直言日本“１９５５ 年体制”所追求的“一亿人口中流化、平等化”的社会
模式已经发生了动摇，中流化模式面临着失效危机，进而转变为“阶层化、下流化”的新模式，这些观点引起
了日本社会的极大关注［１１］。 除此之外，还有学者探究引起格差社会的原因，例如直井优（１９８７）、尾嶋史章
（２００２）研究阶层结构与教育的关系［１２ － １３］，佐藤嘉（２００９）进一步从教育、青年层、职业、世代间移动和收入五
个侧面探讨现代日本阶层结构的流动性及差距［１４］。 伦森口千晶（２０１７）则以比较经济史的角度研究收入差
距，探讨日本从总中流社会变成格差社会的原因［１５］。

中国学者对日本中等收入群体的研究，主要从中日比较视角围绕日本“中间阶层”社会阶层流动、“中流
意识”以及“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等方面展开。 王奕红（２００３，２００９）较详细地梳理了日本中间阶层问题研究
的内容，通过分析比较两国中间阶层的性质特点，认为中国的中产阶层具有阶层形成的意识形态性、阶层意
识的薄弱性、阶层状况的弱势性等阶层特点［１６ － １７］。 杨丽梅（２００７）、李国庆（２０１４）分别从“国民皆中流”背后
的社会阶层流动以及社会和谐的角度分析了日本中流社会结构，探讨了日本经济与社会均衡发展的原因及
经验［１８ － １９］。 崔健（２００７）着眼于日本从“一亿中流”滑向“阶级社会”的现实状况，分析了日本的阶层与经济
差距之间的关系［２０］。

在研究日本中流意识方面，刘迪（２０１１）认为战后的城市化运动、教育水平和税收制度这三大因素形成
了日本中产阶级及中流意识［２１］。 杜伟和唐丽霞（２００４）则持相反观点，他指出“中流意识”实际上在各个先
进国家中都有出现，日本却明显带有更多的主观色彩在内［２２］。 围绕政策方面，张可喜（２０１３）认为《国民收
入倍增计划》造就了日本一亿总中流社会［２３］。 张车伟等（２０１０）、张凤林（２０１１）通过考察收入倍增计划的背
景、做法及效果，认为参考、借鉴日本方面的成功做法对我国有重要意义［２４ － ２５］。

此外，以国际比较为视角的研究有马晓河（２０１１）以日本、韩国、巴西三国的“中等收入转型”经验教训为
例，分析了中国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压力和需求结构调整的困境，并提出了化解思路［２６ － ２７］。 李实等（２０１９）
在深入剖析了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后，认为应该参考美英德日等发达国家的成功历史经验［２８］。

纵观以上的国内外先行研究，可以发现日本学者主要围绕社会公平稳定、阶层归属意识等视角研究中间
阶层，而中国学者则较多探讨日本“一亿总中流”现象背后的原因及影响因素，并把《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
出台看作是日本成功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标志。 同时通过国际比较，肯定了借鉴国外成功经验的做法，但对
日本扩大中间阶层的各项政策与其构建橄榄型社会举措的研究还不够充分。 因此，本文以产业结构、劳动体
系、育人机制和社会模式四大维度为研究视角，综合探析日本构建橄榄型社会的主要举措及经验，以期对我
国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提升社会治理能力提供有益的启示。

三、日本战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主要举措

（一）确立以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导向的经济政策

日本中等收入群体的持续扩大在一定程度上与政府的产业结构调整政策息息相关。 如表 １ 所示，战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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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大力推进产业转型升级，通过鼓励企业科技创新，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从而使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
量不断提高。 具体而言，通过实施“贸易立国”战略、“技术立国”战略、“ＩＴ 立国”战略、“新 ＩＴ 国家”战略，大
力引导和扶持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其主要目的是提高经济增长动力，让经济充满活力，提升经济发展水平，增
加国民收入。

表 １　 战后日本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政策演变［２９ － ３６］

年份 相关政策 内容

１９５７ 新长期经济计划 首次提出以“产业结构高级化”为基本政策

１９６３ 通商产业构想 首次提出构筑“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统一政策体系

１９７１ 产业结构构想 确定从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学工业转型为知识集约型的加工装配工业

１９７９ 新经济社会 ７ 年计划 对 ８０ 年代产业结构转换进行设计与引导的第一次系统尝试

１９８０ 通商产业政策展望 实施科技发展新战略，提出“技术立国”方针

１９９０ 通商产业政策 要求产业结构升级为适应性强、充满活力的高质量类型

２０００ ＩＴ 国家基本战略 确立“ＩＴ 立国战略”
２００１ Ｅ － Ｊａｐａｎ 战略 提出在 ２００５ 年内要将日本建设成为世界最先进 ＩＴ 国家

２００４ ＩＣＴ 政策大纲 在 Ｅ 系列基础上升级为 Ｕ 系列，制定 Ｕ － Ｊａｐａｎ 战略

２００９ Ｉ － Ｊａｐａｎ 战略 ２０１５ 由 Ｕ 系列升级为 Ｉ 系列，制定日本中长期信息技术发展目标

２０１３ 创建最尖端 ＩＴ 国家宣言 建立以发展开放公共数据和大数据为核心的日本“新 ＩＴ 国家战略” （２０１３—
２０２０）

２０１４ 智能日本 ＩＣＴ 战略 实现国内与国际战略的协同，通过 ＩＣＴ 战略实现产业创新

２０１６ 一亿总活跃社会计划 抓牢第四次产业革命，推动 ＡＩ 科研开发与产业化，推广大数据服务应用于社会

２０１８ 未来投资战略 开展“５． ０ 超智慧社会”计划，推动 ＡＩ、物联网（ＩＯＴ）、机器人等自动化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文献［２９］ － ［３６］整理。
如表 １ 所示，１９５５ 至 １９６９ 年间的重化工业时期，日本政府首次在《新长期经济计划》中提出 “产业结构

高级化”的基本目标，并在《通商产业构想》中将其统一并完善为政策体系，确立以重化工业为中心的产业结
构高级化框架。 通过此次升级，日本先后出现了“岩户景气”和“伊弉诺景气”。 １９５６—１９６９ 年实际 ＧＤＰ 发
展水平不断提高，年均增长 ９． ７％ ，国民总收入水平大幅提升，年均增长 ９． ６％ ，劳动者人均报酬增速更是从

１９５６ 年的 ６． ９％飙升至 １９６９ 年的 １５． ８％ ，几乎翻了两番［３７］。 １９７０—１９８０ 年期间，在遭遇了第一次石油危机

之后，日本政府逐渐意识到朝着高效节能、劳务供给高级化的方向转变产业结构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此阶段的政策主要着眼于产业转型，在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前框架基础上出台《通商产业政策展望》，勾
画产业结构转型蓝图，并确立了“技术立国”方针。 虽然经济从高速增长进入中低速增长时期，又遭遇了第

二次石油危机，但实际 ＧＤＰ 水平仍保持年均增长 ４． ８％ ，实际国民收入也年均提高 ５％ ［３７］。
进入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后，日本政府持续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在原有相关政策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框架体

系，出台《通商产业政策》，明确要求产业结构要健康发展，大力提倡经济发展科技化、信息化，打造具有高附
加值的新兴产业，并于 ２０００ 年出台《ＩＴ 基本法》，实施“ＩＴ 立国战略”。 ２００１ 年后陆续出台 ＩＴ 立国战略政策
的升级版，构建高度信息化的“数字”网络社会。 ２０１３ 年出台被视为确立“新 ＩＴ 国家战略”标志的《创建最尖端
ＩＴ 国家宣言》，重点关注大数据应用，由“数字”产业创新升级为“大数据智能”产业创新。 ２０１６ 年提出的“一亿
总活跃”社会计划中更是强调要重点发展人工智能产业，朝着建设 ２１ 世纪数据驱动型社会的目标转变。

由此可见，日本政府紧跟时代步伐，不断提出经济发展新战略，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升经济发展质
量。 虽然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日本遭遇了泡沫经济与金融危机的双重打击，经济增长率一度低迷不振，但依靠产
业升级与科技创新，日本科技产业排名始终位于世界前列，ＧＤＰ 总量也稳居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之位。

（二）构建广泛多样的劳动方式

进入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期，日本战后社会发展的配套设施在经历了 ２０ 年经济的高速增长之后逐渐老化

陈旧，生产与生活之间严重失衡。 日本政府开始意识到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还要注重提高国民的生活水
平，打造高质量的经济与高品质的生活方式并存的发展格局，由此提出了向生活大国转变的口号。

１９８８ 年，竹下登内阁在《经济运营 ５ 年计划》里提出尽可能实现每周 ４０ 小时工作制和全年总劳动时间

１８００ 小时，普及双休制，由国家机关带头引进星期六放假休息，尽早实现学校一周 ５ 天制［３８］。 目的是缩短

６６ 金融教育研究 ２０２１ 年



劳动时间，提高工作效率，充实国民业余生活，刺激内需。 但这个计划只是提出大体方向，并未进一步实施。
直到 １９９２ 年，日本政府提出《生活大国五年计划》，将全年 １８００ 小时的劳动时间设为具体指标，计划于 １９９６
年开始在全国实施。 具体包括缩短每周工作日、增加节假日、延长带薪假期、减少加班时间等［３９］。

虽然日本政府颁布了相关政策，但执行却并未达到预期效果。 原因在于日本企业充斥着严重的加班文

化，日本的《劳动基准法》里对加班时间并无限制，给了企业变相延长劳动时间的理由和借口，加之 ９０ 年代
初期的泡沫经济使日本经济陷入泥潭，导致过度加班成为常态。 由于缺乏足够的休息而导致工作效率低下，
重压之下跳楼自杀的例子比比皆是，劳动方式和工作效率陷入了僵化阶段，整个社会仿佛失去了活力。 可以
说，不管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还是从社会的角度以及从劳动者自身的角度出发，转变劳动工作方式都迫在
眉睫。

进入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日本政府认为合理协调工作和生活对提高日本社会的活力与增长大有裨益，并
将其定位与提升经济增长同等重要的高度。 日本政府和民间团体开始在社会各界大力宣传和鼓励国民兼顾
工作与生活，选择多样化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 内阁府于 ２００７ 年出台《工作与生活协调宪章》和《推进工

作与生活协调行动指针》，要求国家、企业、劳动者、国民、地方公共团体五方加强协同合作，完善调整工作与

生活的环境制度［４０ － ４１］。 ２００８—２０２０ 年，除了 ２０１１ 年受东日本大地震影响下中断了 １ 次之外，其余每年都

召开推进工作与生活调和的评价会议，探讨与评估政策实施后的社会效果。
２０１２ 年安倍内阁上台执政后，决定继续遵循工作与生活相互协调的方针，并修改了相关法令。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日本政府召开“关于实现工作方式改革的会议”，并于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制定了《工作方式改革实行计划》，除
了针对适龄男女劳动者之外，还包括老年人、外国人、残疾人，患慢性病劳动者，超 ３５ 岁反复离职跳槽的大龄
劳动者等。 内容包括完善同工同酬，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纠正过长劳动时间，改善男女职场环境，鼓励员工向

高吸引力、高附加值产业跳槽等［４２］。
（三）形成与时俱进的育人机制

二战后日本政府对教育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其目的是更有效地配合日本经济复苏。 教育改革配合经

济发展是日本政府的一贯做法，并且会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革新教育内容，形成与时俱进的育人机制。
日本政府早已意识到教育对促进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早在 １９５１ 年，美国结束对日占领后的

一个月，日本国会便通过了《产业教育振兴法》。 这一法令中指出：“产业教育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更是改善

国民生活的最好方法” ［４３］。 并且自战后发布的经济计划中都会提及教育完善问题，要求教育随产业结构的

变化更新专业。 从重文科转改为重理工科，大力培养科技人才。 同时重视企业教育改革，形成“产、官、学”
三位一体的协同推进机制，受到日本产业界的大欢迎。

进入 ２１ 世纪后，日本政府更加注重完善教育机制、经济产业和劳动者之间的关系。 安倍政府上台后，为
了挽救低迷的经济，提出要对人力资源进行投资，实施“育人革命”。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提出的《新经济政策一揽

子计划》里明确指出“育人革命”和“生产率革命”被喻为是实现“一亿总活跃社会”的重要环节［４４］。 “育人革

命”是对儿童、青少年、成年人以及老年人的教育改革，可以说涵盖了人一生阶段的教育。 同时，加快幼儿学
前教育无偿化，对经济拮据的青少年实施大学高等教育无偿化和补助金计划，同时强调实务实践，改组大学
教育组织。 在成人教育方面，开展循环教育，扩充专业实践教育培训费用，增加针对第 ４ 次产业革命技能的
讲座等。 重视产官学的相互融合，委托大学，专业学校等机构在全国开展包括 ＡＩ、传感器、机器人、ＩＯＴ、经营
管理等科研计划，同时扩大面向在职员工的教育培训等等。

（四）推广全面活跃的社会模式

２０ 世纪 ６０ 至 ８０ 年代，日本经济实现了 ２０ 年的高速增长，特别是 ６０ 年代颁布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使得日本国民收入大幅度提高，几乎实现了全民就业，中产阶层不断扩大，形成了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

会结构，打造了一个至今都令日本人念念不忘的“一亿总中流”的社会盛况。 究其原因是得益于构建了全民
活跃的社会模式，经济与社会发展之间形成了增长与分配的良性循环。

但进入 ９０ 年代后，日本经济陷入泥潭的同时社会矛盾频发，“一亿总中流”打造的中产阶层居多的社会
橄榄型结构面临解体的风险。 虽然日本历届政府都力图挽救陷入危机的社会结构，提出要建设活力日本，建
立“世界最活跃国家”，但都将侧重点倾斜于经济方面。 ２０１２ 年安倍晋三第二次上台执政后，再次提出建设
充满活力和谐的日本社会，并于 ２０１６ 年提出具体目标———建立“一亿总活跃”社会，因覆盖范围广泛，也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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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为“全员参与型”社会，力图从经济、社会保障两个方面积极打造活跃型的社会模式。

图 １　 “一亿总活跃社会”推动模式［３５］

资料来源：《一亿总活跃社会计划概要》（日本首相官网：ｗｗｗ． ｋａｎｔｅｉ． ｇｏ． ｊｐ． 笔者整理）

如图 １ 所示，安倍提出的“一亿总活跃社会”的计划中，十分注重经济和社会保障之间的相互融合，主要
体现在进一步强化“安倍经济学”的财政金融政策的基础上，抓住时代科技革新机遇，从 ＡＩ、医疗、节能、旅
游、海外投资等 １６ 个大方向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实现名义 ＧＤＰ 达到 ６００ 万亿日元的目标。 在社会保障
方面，利用经济发展的成果投入到完善育儿和护理福利的基础设施中，通过多项并举逐步提高人口出生率至
１􀆰 ８‰，降低护理人员离职率。

具体措施如下，在生育方面，预计在 ２０１９ 年度所有的都道府县、指定城市和中心城市配置不孕不育专门
咨询中心，完善治疗及支援手段。 在育儿方面，加快幼儿学前教育无偿化，解决入托难问题，追加建设儿童课
后托管场所和配备专职工作人员，鼓励社区、居民、退休人员、民间教育工作者等多样化人才作为志愿者积极
参与。 在鼓励残障人士方面，根据个人特性来规划未来出路，与专门机构合作，在医疗、福祉、教育、出路选择
和就业等方面采用助跑型支援手段。 在护理高龄者方面，根据地方具体实际情况增加护理机构设施，提高护
理人员薪资待遇。 对女性群体方面，完善女性职场环境，提倡男女平等，树立性别认同的理解观念，并推动创

造一个社会全体所认同的多样化环境。

四、安倍政府构建“一亿总活跃”社会的基本成效

（一）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和就业人数稳步增长

自安倍政权二次上台执政并积极推行“安倍经济学”以来，日本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呈现稳步增长趋

势。 “安倍经济学”的旧三支箭，从实施的 ２０１３—２０１６ 年的 ３ 年以来，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经济的发展。
２０１３—２０１６ 年实际 ＧＤＰ 年平均增长率为 １􀆰 ０５％ ［３７］。 新增就业人口 １００ 万人以上，失业人口减少 ６０ 万人，
失业率为 ３􀆰 ２％ ，达到了 １８ 年以来的低水平，有效求职倍率达到了 ２４ 年以来的高水平，“一低一高”充分诠

释了安倍经济学的实施在扩大就业，维护社会稳定方面的确起到了一定的作用［３５］。
２０１６ 年安倍在“旧三支箭”的基础上提出 “新三支箭”（提升经济实力、大力支持育儿、完善社会保障基

础）及构造“一亿总活跃社会”的目标后，经济发展态势持续向好。 据日本内阁府经济社会综合研究所的最
新数据显示，２０１９ 年的实际 ＧＤＰ 增长率同比增长 ０􀆰 ７％ ，名义 ＧＤＰ 同比增长 １􀆰 ２％ ，ＧＤＰ 平减指数为 ０􀆰 ６％ 。
实际国民总收入 ＧＮＩ 的增长率同比增长 ０􀆰 ８％ ，名义 ＧＮＩ 同比增长 １􀆰 ２％ ［４５］。 就业方面，据日本总务省统计

局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２０１９ 年完全失业率连续 １０ 年呈下降之势，为 ２􀆰 ４％ ，完全失业人数为 １６２ 万
人，同比减少 ４ 万人。 ２０１９ 年就业人数连续 ７ 年增加，为 ６７２４ 万人，同比 ２０１８ 年增加 ６０ 万人，就业率连续

７ 年明显改善［４６］。
（二）国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

随着日本经济逐年回暖，国民收入水平得到了明显改善。 ２０１３—２０１６ 年日本国民总收入将近增加了 ４０
万亿日元，国家税收增加了 １５ 万亿日元［４７］。 据日本内阁府经济社会综合研究所报告显示，２０１９ 年实际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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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收入同比增长 ０􀆰 ８％ ，名义国民总收入同比增长 １􀆰 ２％ ［４５］。 在工资方面，通过改革日本劳动制度和工作方

式，改善企业员工同工非同酬问题，正式员工人数不断扩大，企业员工工资也随之逐渐增加。 同时通过政策
措施鼓励女性和高龄者就业，使得兼职工作的人数也逐年显著增加。 ２０１９ 年正式员工人数实现 ５ 连增，总
数为 ３５０３ 万，比 ２０１８ 年增加 １８ 万人。 非正式员工和其他从业员人数连续 ６ 年增长，为 ２１６５ 万人，同比增
长 ４５ 万人［４６］。 ２０１９ 年度雇佣劳动者的实际工资较之 ２０１８ 年度同比增长 １􀆰 ２％ ，名义工资同比增长

１􀆰 ８％ ［４５］。
（三）社会观念转变认同度提升

随着安倍实施“一亿总活跃社会”计划以来，日本社会逐渐从死气沉沉中慢慢恢复活力，男女平等、工作

与生活平衡、打破终身雇佣制等社会新思想观念得到了一定的认同。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日本 ＮＨＫ 公布了 ２０１８ 年对国民意识调查的结果，有 ６０％的受访者在女性婚后就业方面，

回答“生育后继续工作”。 认为“婚后最好专职于家庭”的受访者比例，由 １９７３ 年该调查实施时 ３５％的比例
大幅下降到 ８％ 。 在女性受教育观念方面，认为女性“应该完成大学教育”的人数从 １９８３ 年的 ２０％ 上升到
２０１８ 年的 ６１％ 。 认为女性“完成硕士教育”的人数从 １９７３ 年的 １％上升至 ４％ 。 可见日本“男女平等”的观
念正在深入人心，日本社会正在逐渐改变对女性的偏见。

在“国民意识调查”中工作与生活平衡方面，日本国民的观念也发生了巨大转变。 ７０ 年代认为“工作优
先”的观念占主流优势，为 ３６％ 。 但从 ８０ 年代至 ９０ 年代前半期起，认为“生活和工作二者都重要”的观念逐
渐占据上风，并一直延续至今。 较为引人注目的是回答“生活优先”的人数近年来平稳上升，从 １９７４ 年的

４％升至 ２０１８ 年的 １０％ ［４８］。
在终身雇佣制观念方面，据日本总务省统计局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２１ 日的统计数据显示，２０１９ 年的跳槽者人数

为 ３５１ 万人，是过去人数最多的一年。 相比中小企业，在大企业（５００ 人以上）里的跳槽人数近年也逐渐增
多。 其中正式员工的跳槽人数同比去年增加，非正式员工转正的人数连续 ８ 年超过正式转非正式的人数。
同时，回答跳槽理由方面，因“企业萧条”或“对前途感到不安”等社会因素的跳槽人数在 ２００９ 年以前显著增
加，在 ２０１３ 年后呈现下降倾向。 而回答“为了寻找待遇更高的工作” 为理由的人数在 ２０１３ 年后呈现增长趋

势，到 ２０１９ 年时已有 １２７ 万人，是 ２００２ 年以来人数最多的一年［４９］。 可见，过去死板的认为终身只为一家企

业工作的思想观念已经大为转变，日本国民逐渐认同丰富多样化的工作方式和工作行业。

五、对我国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启示

（一）确立经济、社会、国民三位一体的发展思维

纵观日本“一亿总中流”历史，可以发现进入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日本社会逐渐失去活力，最为明显的表

现是深陷经济泥潭，经济增长几乎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中流社会崩坏”“格差社会”“贫困社会”的字眼被
媒体大肆渲染。 虽然历届日本政府也意识到此问题的严重性，也曾提出要建设活力社会的目标，但政策实施
效果并不明显。 究其根本原因是日本政府颁布的政策措施的侧重点局限于经济方面，仅一味地把经济发展
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关键钥匙，而没有考虑到经济、社会和国民三者是相互促进，相互融合的关系。

分析日本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以及打造“一亿总中流”橄榄型社会的举措，可以发现橄榄型社会的形成并
不只是单纯依靠经济发展。 当年的日本还通过合理的人口结构、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和针对高收入群体的
高额度税收制度，形成了增长与分配的良性循环。 活跃的“经济”与“社会模式”之间相互适应发展，才能形
成稳定的橄榄型社会结构。 而现如今安倍政府提出的“一亿总活跃社会”的政策举措也能验证这一点。

借鉴日本打造橄榄型社会经验，我国在制定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方面不光要从完善再分配调节机制入手，
还要从思想意识上确立经济、社会、国民三位一体的发展思维模式，要将三者结合在一起，使其能相互协调，
促进共同发展。

（二）构建“四活跃”的全民社会模式

从“一亿总中流”的现象到“一亿总活跃社会”的提出，都体现了背后隐藏的日本模式。 即通过产业创新

刺激经济发展，使得国民收入总体得到提高，再通过社会保障等措施二次分配调节收入差距，从而达到扩大
中等收入群体，形成橄榄型社会的目标。 具体步骤来说是由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建立广泛多样的劳动方式，
发展与时俱进的育人机制和推进全面活跃的社会模式这四大方面组成，这四大方面可以说环环相扣，息息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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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相辅相成，共同构建了经济发展“活跃”、国民生产积极性“活跃”、思想“活跃”和社会福利“活跃”的“四
活跃”全民社会模式。

因此，我国在大力发展新兴产业，提高经济发展水平的同时，应积极对社会保险、工作方式、育人教育、缩
小贫富差距等方面进行相应的制度创新和政策支持。 同时还应考虑到社会各群体，特别对残障人士、心理缺
陷特殊人群等，建立专门就业帮扶机构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提升社会环境质量，建立和谐的社会氛围。
在职业方面，打破“铁饭碗”的思维固势，鼓励并完善各群体的创业、就业环境，努力激发各群体的活跃性。
通过积极构建经济发展“活跃”化、国民生产积极性“活跃”化、思想“活跃”化和社会福利“活跃”化的“四活
跃”型社会模式，激发社会活力，鼓励和刺激消费，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三）推进大数据背景下的社会治理创新

构建社会治理现代化体系及提高社会治理现代化能力对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构建橄榄型社会结构发挥

着重要的作用。 社会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的提高，不仅有利于打造服务型政府，拉近政府与民众之间的距

离，还可以有效减少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形成信息、理念共享的橄榄型社会。 同时社会结构与社会
治理体系之间是相对应的，社会结构的转型又会导致在社会治理中出现一些结构性问题，需要从新社会阶层

崛起的角度按照“治理”理念，创新和重构社会治理体系［５０］。 现代大数据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为创新社会

治理方式提供了重要契机。
日本在安倍政府上台后，十分重视大数据的应用，尤其强调与能源、交通、医疗、农业等传统产业相结合，

构造大数据技术下的新型社会治理模式。 在 ２０１６ 年提出的“一亿总活跃社会”计划里，明确提出要利用大

数据、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实现生产率革命，要将智能化社会治理模式渗透到政府行政改革中。 目前，日本
从收集处理数据、应用数据和培养数据分析人才三个方面来提高大数据在国家及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例如，
日本政府带头推动使用大数据，推出了电子政府和专门化大数据网站，推动政府管理电子化。 同时向社会公

众免费开放数据，大力培养数据处理分析的专业技术人才等［５１］。
日本社会治理的经验表明，在第四次科技产业革命的潮流中，基于大数据背景下构建智能化治理模式已

经成为首选。 我国应积极构建大数据平台下的智能化社会治理模式，加快转变政府大数据治理理念和智能
化数据治理模式，尽快完善大数据管理的法规体系，大力培育 ＩＴ 数据分析人才，重视并发挥社会组织团体的
积极性，实现社会治理精细化，完善治理机制，提高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

总之，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与构建橄榄型社会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和复杂的系统工程。 从完善再分配调节
机制入手，使用“增收”“减负”的手段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对缩小收入差距有显著作用。 同时应当积极借鉴
与我国资源禀赋相似，并且同样面临人口老龄化压力的日本经验，从确立经济、社会、国民三位一体的发展思

维、构建“四活跃”全民社会模式、推进大数据背景下的社会治理创新三方面着手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构建橄
榄型社会。

参考文献：
［１］国家统计局． ２０１９ 中国统计年鉴［ＥＢ ／ ＯＬ］ ． ［２０２０ － ３ － １０］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 ｃｎ ／ ｔｊｓｊ ／ ｎｄｓｊ ／ ２０１９ ／ ｉｎ⁃

ｄｅｘｃｈ． ｈｔｍ．
［２］李香菊，贺娜．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税制研究———基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的视角［Ｊ］ ． 华东经济管

理，２０１９（２）：５ － １３．
［３］吴鹏，常远，穆怀中． 中国如何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基于技术进步偏向性视角的考察［ Ｊ］ ． 财贸研究，

２０１８（１２）：１４ － ２７．
［４］陈宗胜，康健． 中国居民收入分配“葫芦型”格局的理论解释———基于城乡二元经济体制和结构的视角

［Ｊ］ ． 经济学动态，２０１９（１）：３ － １４．
［５］村上泰亮． 新中間階層の現実性［Ｎ］；富永健一． 社会階層構造の現状［Ｎ］ ． ／ ／ 神林博史． 「総中流」と不

公平をめぐる言説：戦後日本における階層帰属意識ノート［Ｊ］ ． 东北学院大学教养学部論集，２０１２（３）：
６９ － ７０．

［６］高坂健次． 現代日本における「中」意識の意味—中間層論争と政治のタイプ—［ Ｊ］ ． 関西学院大学社会

学記要，２０００（８６）：１４５ － １５９．

０７ 金融教育研究 ２０２１ 年



［７］神林博史． 高度経済成長期の階層帰属意識ー戦後日本における階層帰属意識ノート（１）［Ｊ］ ． 东北学院

大学教养学部論集，２０１０（１５６）：２５ － ５４．
［８］吉川徹． 「中」意識の静かな変容ー階層評価基準の時点間比較分析ー［Ｊ］ ． 社会学評論，１９９９（２）：２１６ －

２３０．
［９］藤森俊辅． 中流階層帰属意識の分析—大学生の出身階層調査を素材としてー（続）［ Ｊ］ ． 冈山大学経済

学会雑誌，１９８３（１）：１９９ － ２３３．
［１０］橘木俊诏著，丁曼译． 格差社会［Ｍ］ ． 北京：新星出版社，２０１９：７．
［１１］三浦展著，陆求实，戴诤译． 下流社会：一个新社会阶层的出现［Ｍ］ ． 上海：文汇出版社，２００７：８．
［１２］直井優． 現代日本の階層構造の変化と教育［Ｊ］ ． 日本教育社会学会，１９８７（４２）：２４ － ３７．
［１３］尾嶋史章． 社会階層と進路形成の変容― ９０ 年代の変化を考える―［ Ｊ］ ． 日本教育社会学会，２００２

（７０）：１２５ － １４２．
［１４］佐藤嘉倫． 現代日本の階層構造の流動性と格差［Ｊ］ ． 社会学評論，２００９（５９）：６３２ － ６４７．
［１５］森口千晶． 日本は「格差社会」になったのか—比較経済史にみる日本の所得格差—［Ｒ］ ． 一橋大学経

済研究所経済社会リスク研究機構，２０１７．
［１６］王奕红． “中流社会”的名与实———日本中间层研究初探［Ｊ］ ． 日本学刊，２００３（６）：９６ － １０９．
［１７］王奕红． 中日中产阶层性质特点的比较分析［ Ｊ］ ．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９（３）：１１３ －

１１８．
［１８］杨丽梅． 促进社会和谐的国际经验———以日本为例［Ｊ］ ． 科学社会主义，２００７（５）：９９ － １０１．
［１９］李国庆． “国民皆中流”历史背后的日本社会阶层流动［Ｊ］ ． 人民论坛，２０１４（２）：２８ － ３３．
［２０］崔健． 论现代日本的阶级（阶层）与经济差距的关系［Ｊ］ ． 现代日本经济，２００７（４）：１７ － ２２．
［２１］刘迪． 日本是如何造就中产阶级的［Ｊ］ ． 理论导报，２０１１（１）：５９．
［２２］杜伟，唐丽霞． 析日本新中产阶级的形成与社会影响［ Ｊ］ ．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４（３）：

４２ － ４５．
［２３］张可喜．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造就日本“一亿总中流”社会［Ｊ］ ． 红旗文稿，２０１３（６）：３６ － ３７．
［２４］张车伟，蔡翼飞，董倩倩． 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及其对中国的启示［Ｊ］ ． 经济学动态，２０１０（１０）：１０７

－ １１１．
［２５］张凤林． 日本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背景、措施及启示［Ｊ］ ． 学术交流，２０１１（２）：１１１ － １１４．
［２６］马晓河． 迈过“中等收入陷阱”的结构转型———国际经验教训与中国挑战［Ｊ］ ． 农村经济，２０１１（４）：３ －１０．
［２７］马晓河． “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观照和中国策略［Ｊ］ ． 改革，２０１１（１１）：５ － １６．
［２８］李实，万海远．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制度环境与相关政策研究［Ａ］ ／ ／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

院中等收入课题组．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制度环境与相关政策研究［Ｃ］ ．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
２０１９：２ － ７３．

［２９］秦嗣毅． 日本产业政策的演变及特点［Ｊ］ ． 东北亚论坛，２００３（２）：６８ － ７１．
［３０］李晓． 七十年代以来日本产业结构政策的调整与变革［Ｊ］ ． 现代日本经济，１９９４（１）：２２ － ２７．
［３１］刘彩霞，缪园． 日本的“ ＩＴ 基本法”和“电子日本战略”［Ｊ］ ． 中国信息导报，２００２（１１）：４０ － ４２．
［３２］王会霞，刘志兵． 日本教育信息化：从 ｅ － Ｊａｐａｎ 战略迈向 ｕ － Ｊａｐａｎ 战略［ Ｊ］ ． 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２００６

（６）：６２ － ６４．
［３３］于凤霞． ｉ － Ｊａｐａｎ 战略 ２０１５［Ｊ］ ． 中国信息化，２０１４（１３）：１３ － ２３．
［３４］李彬． 大数据背景下日本信息产业发展成效与问题［Ｊ］ ． 东北亚学刊，２０１５（１）：２５ － ３２．
［３５］内阁府． ニッポン·一億総活躍プラン（概要）［ＥＢ ／ ＯＬ］ ． ［２０２０ － ３ － ２０］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ｋａｎｔｅｉ． ｇｏ． ｊｐ ／ ｊｐ ／

ｈｅａｄｌｉｎｅ ／ ｉｃｈｉｏｋｕｓｏｕｋａｔｓｕｙａｋｕ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ｌ．
［３６］日本経済再生本部． 未来投資戦略 ２０１８—「Ｓｏｃｉｅｔｙ ５． ０」 「データ駆動型社会」への変革─［ＥＢ ／ ＯＬ］ ．

［２０２０ － ３ － ２０］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ｋａｎｔｅｉ． ｇｏ． ｊｐ ／ ｊｐ ／ ｓｉｎｇｉ ／ ｋｅｉｚａｉｓａｉｓｅｉ ／ ｋｅｔｔｅｉ． ｈｔｍｌ＃ｔｏｕｓｉ２０１８．
［３７］内阁府． 長期経済統計目次［ＥＢ ／ ＯＬ］ ． ［２０２０ － ４ － １３］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５． ｃａｏ． ｇｏ． ｊｐ ／ ｊ － ｊ ／ ｗｐ ／ ｗｐ － Ｊｅ０７ ／

０７６０９０００． ｈｔｍｌ．

１７　 第 ５ 期 张　 颖，等　 日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及启示



［３８］金周英． 日本的新五年计划［Ｊ］ ．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１９８８（８）：６９ － ７３．
［３９］魏加宁． 评日本新的经济五年计划［Ｊ］ ． 管理世界，１９９２（６）：１２８ － １３０．
［４０］内阁府． 仕事と生活の調和憲章［ＥＢ ／ ＯＬ］ ． ［２０２０ － ６ － ２０］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ａｏ． ｇｏ． ｊｐ ／ ｗｌｂ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

２０ｂａｒｒｉｅｒ＿ｈｔｍｌ ／ ２０ｈｔｍｌ ／ ｃｈａｒｔｅｒ． ｈｔｍｌ．
［４１］内阁府． 仕事と生活の調和推進のための行動指針［ＥＢ ／ ＯＬ］ ． ［２０２０ － ６ － ２０］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ａｏ． ｇｏ． ｊｐ ／

ｗｌｂ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 ２０ｂａｒｒｉｅｒ＿ｈｔｍｌ ／ ２０ｈｔｍｌ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ｈｔｍｌ．
［４２］内阁府． 働き方改革実行計画［ＥＢ ／ ＯＬ］ ． ［２０２０ － ３ － ２５］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ｋａｎｔｅｉ． ｇｏ． ｊｐ ／ ｊｐ ／ ｈｅａｄｌｉｎｅ ／ ｉｃｈｉｏｋｕ⁃

ｓｏｕｋａｔｓｕｙａｋｕ ／ ｈａｔａｒａｋｉｋａｔａ． ｈｔｍｌ．
［４３］王玉珊． 日本教育及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研究［Ｄ］ ． 大连：东北财经大学． ２０１２．
［４４］内阁府． 新しい経済政策パッケージ［ＥＢ ／ ＯＬ］ ． ［２０２０ － ３ － ２５］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ａｏ． ｇｏ． ｊｐ ／ ｋｅｉｚａｉ１ ／ ｐａｃｋ⁃

ａｇｅ ／ ｐａｃｋａｇｅ． ｈｔｍｌ．
［４５］国民経済計算部．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 １２ 月期 ＧＤＰ 速報（２ 次速報値）［ＥＢ ／ ＯＬ］ ． ［２０２０ － ４ － １３］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ｅｓｒｉ． ｃａｏ． ｇｏ． ｊｐ ／ ｊｐ ／ ｓｎａ ／ ｍｅｎｕ． ｈｔｍｌ．
［４６］総務省統計局． 労働力調査基本集計 ２０１９ 年平均結果の要約［ＥＢ ／ ＯＬ］ ． ［２０２０ － ４ － ２０］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 ｇｏ． ｊｐ ／ ｄａｔａ ／ ｒｏｕｄｏｕ ／ ｓｏｋｕｈｏｕ ／ ｎｅｎ ／ ｆｔ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ｌ．
［４７］内阁府． ニッポン·一億総活躍プラン［ＥＢ ／ ＯＬ］ ． ［２０２０ － ３ － ２０］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ｋａｎｔｅｉ． ｇｏ． ｊｐ ／ ｊｐ ／ ｈｅａｄ⁃

ｌｉｎｅ ／ ｉｃｈｉｏｋｕｓｏｕｋａｔｓｕｙａｋｕ ／ ．
［４８］日本 ＮＨＫ 放送文化研究所． 第 １０ 回日本人の意識調査の結果について［ＥＢ ／ ＯＬ］ ． ［２０２０ － ４ － ２０］ ． ｈｔ⁃

ｔｐ： ／ ／ ｗｗｗ． ｎｈｋ． ｏｒ． ｊｐ ／ ｂｕｎｋｅｎ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ｙｏｒｏｎ ／ ２０１９０６１４＿１． ｈｔｍｌ．
［４９］総務省統計局． 増加傾向が続く転職者の状況 ～ ２０１９ 年の転職者数は過去最多 ～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２０ － ４

－ ２８］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 ｇｏ． ｊｐ ／ ｄａｔａ ／ ｒｏｕｄｏｕ ／ ｔｏｐｉｃｓ ／ ｔｏｐｉ１２３０． ｈｔｍｌ．
［５０］张海东，杜平． 从新社会阶层的崛起看社会治理创新［Ｊ］ ．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２０１８（２）：４９ － ５５．
［５１］张冠楠． 大数据时代：日本在做什么［ＥＢ ／ ＯＬ］ ． ［２０２０ － ４ － ２８］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ｅｐａｐｅｒ． ｇｍｗ． ｃｎ ／ ｇｍｒｂ ／ ｈｔｍｌ ／

２０１８ － ０５ ／ ２９ ／ ｎｗ． Ｄ１１００００ｇｍｒｂ＿２０１８０５２９＿１ － １２． ｈｔｍ．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Ｊａｐａｎ’ｓ Ｏｖｅｒｃｏｍｉｎｇ Ｍｉｄｄｌｅ － ｉｎｃｏｍｅ Ｔｒａｐ

ＺＨＡＮＧ Ｙｉｎｇ１，２，　 ＸＩＥ Ｙａｎ１

（１． Ｃｈｉｎａ － Ｊａｐａｎ － Ｋｏｒｅａ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ｎｃｈａｎｇ，Ｊｉａｎｇｘｉ ３３００２２，Ｃｈｉｎａ；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ｎｃｈａｎｇ，Ｊｉａｎｇｘｉ ３３００４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Ｈｏｗ ｔｏ ａ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 ｉｎｃｏｍｅ ｇａｐ ａｎｄ ｂｕｉｌｄ ａｎ ｏｌｉｖｅ － ｓｈａｐｅ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ｌｙ ｈａｓ ａｌｒｅａｄｙ
ｂｅｃｏｍｅ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ｇｏａｌ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ｗｅｌｌ － ｏｆｆ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Ｊａｐａｎ ｈａｄ ｂｅｅｎ ｆｏｒｍｅｄ 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ｍｏｄｅｌ ｂｙ 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 ｉｎｃｏｍｅ 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 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ａ ｓｔａｂｌｅ ｏｌｉｖｅ － ｓｈａｐｅ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Ｓｅｃ⁃
ｏｎｄ Ｗｏｒｌｄ Ｗａｒ．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 ｉｎｃｏｍｅ ｇｒｏｕｐ ｉｎ Ｊａｐａｎ，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 Ｊａｐ⁃
ａｎｅｓｅ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ｎ ｏｌｉｖｅ － ｓｈａｐｅ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ｒｏｍ ｆｏｕｒ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ｌａｂｏｒ ｓｙｓｔｅｍ，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ｏｄｅｌ；ａｎｄ ｈｏｌｄｓ ｔｈａｔ ｉｔ ｐｌａｙ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ｏｌｅ ｉ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Ｊａｐａｎ’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ｃｏｍｅ，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ｅｍｐｌｏｙｅｄ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ｎｄ 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Ｇｉｖｅｎ ｔｈｅ Ｊａｐａｎ’ｓ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Ｃｈｉｎａ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ｕｉｌｄ ａｎ ｏｌｉｖｅ － ｓｈａｐｅ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ｒｅｅ ａｓｐｅｃｔｓ：ｅｓ⁃
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ｒｉｕｎ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ｙ，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 ｆｏｕｒ ａｃｔｉｖ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ｏｐｌｅ，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Ｊａｐａｎ；Ｍｉｄｄｌｅ ｉｎｃｏｍｅ ｇｒｏｕｐ；Ｏｌｉｖｅ － ｓｈａｐｅ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责任编辑：沈　 五）

２７ 金融教育研究 ２０２１ 年


